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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市治理的评估与发展 *
——基于变异系数法的聚类分析
 ●徐国冲 李威瑢
[ 内容提要 ] 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对于可持续发展有重要的意义。本文糅合以往过程导向和结
果导向的两种指标体系设计思路，提出一级指标以结果为导向、二级指标凸显治理理念、三级指标
偏重客观测量的原则，构建了包括 5 个一级指标、12 个二级指标、26 个三级指标的城市治理评估指
标体系。基于 15 个副省级城市 2016 年的相关数据，采用变异系数法和聚类分析对城市治理总体
水平进行评估解析。本文突出评估结果的应用性和政策意义，确立“比较与发展”的研究主线，通
过聚类分析寻找比较样本，进行个案深入解剖，探讨该市与其他副省级城市的差距和发展方向。比
较分析发现，厦门市在五大方面均处于落后水平，基于此提出厦门城市治理水平提升的“三阶段”
发展路径。
[ 关键词 ] 城市治理 指标体系 聚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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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综述
城市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治理也逐渐
成为学界和政界广为讨论的话题。但是，城市治理仍有许多亟待探究的问题没有得到明确统
一的回应，比如，城市治理的内涵究竟是什么？中国的城市治理模式有哪些？如何对城市治理
水平作出评估以及谁来评估？如何有效地应用城市治理评估结果？本研究无法回答所有疑
问，但试图对如何进行城市治理评估这一议题做出部分回应。因此，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我
国 15 个副省级城市治理水平作出评估，在比较中探究样本城市治理水平的差异所在，以寻找
提升城市治理水平的方向和发展模式。
学界对“城市治理”的定义虽无一致定论，但对“城市治理水平”的评估范畴基本可以概括
为：在城市政府和社会多主体共治的情况下，对城市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的治
理成果进行综合评价，以找寻城市发展中新的增长点和突破口。而评估城市治理水平最为核
心的要件就是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纵观现有文献，学界构建的城市治理指标体系可以划分
为两种导向：一种是以过程为导向，即关注城市治理过程中的分配、投入等方面的变化；另一种
是以结果为导向，即关注治理主体对规范社会行为、平衡城市发展、协调社会运行、维护城市治
安等方面作出的努力。
* 基金项目：本文受厦门大学繁荣哲学社会科学项目、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FJ2017B025）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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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过程为导向的指标体系构建
在以过程为主导的治理指标体系中，较为全面且被探讨最多的是俞可平构建的“中国治理
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治理目标为评估维度，对包括公民参与、人权与公民权、党内民主、法治、
行政效益等在内的 12 个评估目标进行详细阐释，覆盖面大至包括政策、制度、体系建设的顶层
设计，细至家庭暴力、公共安全暴力等每一单位个体所面临的环境和感知问题，整个体系非常
全面和丰富。南锐、汪大海将视线放在精细化的议题上，构建了一个包括社会保障治理、社会
安全治理、公共服务治理和社会参与治理四个一级指标在内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 2014 年
全国 29 个省域的截面数据，采用 TOPSIS 模型进行了测度，划分了区域等级，并对治理水平子
系统的协调度进行测算与分类。值得说明的是，作者重点关注社会保障、社会安全、公共服务
这三方面的投入，也将治理主体对这三大领域的投入作为测评省域之间治理水平差异的重要
依据。[1] 包雅钧对社会治理进行了多维度的划分：包括社区治理、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环境保
护、公民权利、社会公平、社会稳定、居民主观幸福感等八个方面。[2] 这套指标体系虽然内容丰
富且全面，同时结合了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不仅有可观测指标的度量，还有感知、满意度等主
观层面上的指标，但在实践中的可执行性和可达性有待探索。毕竟，对城市治理水平测量过程
的复杂性和不同省域间的适用性也是不可避免的难题。
（二）以结果为导向的指标体系构建
最具代表性的是 IUD 领导决策数据分析中心构建的绩效评估体系，[3] 凝练了城市治理中
对治理水平各个方面的关注，比如社会秩序、社会活力、社会管理机制创新水平等，其优点不在
于全方位且完整的探讨，而在于专注城市治理某一特定领域作出量化评估。有学者以治理现
代化为依据和基础，分别从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两个方面构建了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测度
指标体系。[4] 值得指出的是，该指标体系强调行政体制和行政人员能力，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权力和责任的关系、人力资源的开发等议题拉到对城市治理主体即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关注
上。另有学者结合了定性、定量指标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建设的成效进行测量，突出
了党的建设能力（政府效能、反腐成效、军队建设），并对执政党和政府的治理能力及其表现出
的成果进行测量。[5] 与治理现代化不同，田发等以公共服务的产出水平为基点构建治理水平
评估体系，使用可操作化的产出类指标，对于投入—产出的测度能有效地衡量并说明各省治理
水平的差异，[6] 虽然该指标体系涵盖了社会治理的几大方面，但更多地是测量经济建设水平的
差异。
（三）小结
城市治理评估体系的构建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指标构建者或者是治理主体对充满活力而
有序的城市生活的希冀。以过程为导向的指标体系关注着对社区文化、社会参与、社会公益等
议题，往往在指标体系构建中注入平等协商、关怀弱小等文化认同。而在以结果为导向的治理
指标体系中，对于治理成效、治理结果的关注往往是将人文层面的关怀转化成可量化的指标进
行测度，比如，对于关怀弱势群体和老年人的指标糅合到了养老保险覆盖率中；关怀留守儿童
的指标糅合到了基础教育投入指标中。另外，在以过程为导向的治理指标体系中，往往运用定
性指标的概率更高，注重城市发展过程中对治理水平“量”的关注和人的满意度、感知问题，或
者是治理主体治理过程中显现出的协调度、政策效果测量、清廉度等层面；而在以结果为导向
的治理指标体系中，运用更多的是定量指标，即可量化、易操作化的指标，注重治理过程中“质”
的改变和效果的显现。
两种评估导向孰优孰劣至今难以定论，两者不可偏废方为正途。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在指
标体系构建的过程中，同时对城市治理的过程和结果进行充分地考量，注重治理过程和治理结
果的统一，而不是纠结于两者的差异或者概念的不同。同时也要注重与城市治理主体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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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相匹配，以此推动城市治理评估体系测评结果的实际运用，最终提高城市的治理水平。
二、城市治理评估指标体系构建
指标体系背后蕴含的是城市治理的理念。本文糅合过程导向和结果导向的两种思路，力
图在评估指标体系中回应城市治理的理念、多主体共同治理的目标和成果，确定了如下遵循的
原则：
一级指标以结果为导向。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正契合城市治理过程
中“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重大战略问题。城市治理的效果最直接、客观地反映
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以“五位一体”的治理水平为衡量标准也回应了治理对象、治理方式、治
理目标等关键问题，对于引导城市政府寻找提升治理水平的突破口和创新点具有重要的参考
价值。因此，以“五位一体”作为一级指标，既能全面展现城市政府的治理能力，又能体现评估
中的结果导向。
二级指标凸显治理理念。以结果
为主要导向并不意味着忽略对过程的关
注。过程导向一方面体现了对于城市治
理动态性、实效性的关照，另一方面也反
映了城市政府对于本地区发展治理特色
经验的探索。因此，二级指标更加地关
注公共文化、社会公平、生态环境建设等
各个层面，凸显了政府治理过程中不同
的治理理念和发展程度。
三级指标偏重客观测量。在城市治
理评估指标的设计中，需要注入人文关
怀的因素，对于居民幸福感、满意度等主
观层面的测量必不可少，在一定程度上
是对客观指标的有力补充和合理修正。
但在本研究中，由于主观指标的测量复
杂性、不可达性等现实困境，将其暂且搁
置。即便如此，本研究仍尽力挖掘更具
灵活性的客观指标，代之以较多的定量
指标进行衡量，如“主动公开政府信息
占比”，来弥补由于主观指标缺失而带来
的不足。
综上，本文构建了侧重以结果为导
向的城市治理评估指标体系，包括了 5
个一级指标、12 个二级指标和 26 个三
级指标，如表 1 所示。
在经济建设治理水平的测度中，首
先考虑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能够有效测
量和区分城市治理水平的差异。在此基
础上，选择了人均 GDP 增长率和地方财
政收入。“人均 GDP 增长率”比较客观
地反应了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发
表 1 城市治理评估指标体系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经济
建设
经济发展
人均 GDP 增长率（%）
地方财政收入（亿元）
经济效益
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
万元 GDP 能耗降低率（%）
人民生活
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政治
建设
公共安全
公共安全投入占财政支出比（%）
刑事案件结案率（%）
治安案件结案数（件）
政务透明 主动公开政府信息占比（%）
文化
建设
公共文化
公共文化投入占地方财政支出比（%）
公共图书馆藏书量（万册）
科技教育
每万人拥有在校大学生（人）
科技固定资产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比重（%）
每万人口专利申请数量（件 / 万人）
教育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比（%）
社会
建设
社会保障
城镇登记失业率（%）
社会保障投入占财政支出比
社会参与 登记社会组织数量（个）
社会公平
城镇非私营单位人员
女性工作人员占比（%）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
生态
建设
环境治理
环境空气质量达标率（%）
水利、环境等投入占固定资产投资比（%）
生态建设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平方米）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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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程度。“地方财政收入”反映了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规模，是财政支出和优化城市治理资源
配置的前提。其次，为了衡量城市政府是否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选取
了“经济效益”这一指标。其中，选取“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来衡量第三产业产出量与
投入量之比；选取“万元 GDP 能耗降低率”来衡量城市在经济活动中对能源的利用程度，反映
能源消费水平和节能降耗状况。最后，借鉴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各大机构的测量指标，以人民
生活状况来衡量一个城市的发展程度。其中，“人均可支配收入”反映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
活水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反应一定时期的物价水平，与生活质量息息相关。
在政治建设治理水平的测度中，有不少指标可供选择，比如：居民幸福感和安全感、清廉指
数，但考虑到可操作问题，选取了公共安全和政务透明两个维度。公共安全的衡量，以“公共安
全投入占财政支出比”来反映地区维护稳定，保障人民生活不受威胁方面所作的投入；以“刑
事案件结案率”和“治安案件结案数”反映社会的治安情况。在政务透明的指标选取中，以“城
市政府主动公开政府信息占比”来了解公众监督政府行为的情况，达到以政府事务公开、透明
来提升政府公信力的目的。
在文化建设上，政府向社会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满足人民
的精神需求。因此，选取了“文化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比”以及“公共图书馆藏书量”来量化公
共文化，以此反应城市政府在建设公共文化方面的投入和所作的努力。此外，科技和教育日益
成为当今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推动力，因此以其作为二级指标来解释文化建设的治理水平，以衡
量一个城市科技、教育的投入情况和产出水平。
衡量社会建设治理水平主要采取社会保障、社会参与和社会公平这三个二级指标。首先，
社会保障作为城市发展的稳定器，协调社会关系，在此选取了“城镇登记失业率”和“社会保障
投入占财政支出比”来度量。其次，社会参与是善治的基本要求。社会参与的水平反映着各类
行动者在城市治理中的参与的能动性，故选取了“登记社会组织数量”来衡量一个地区社会组
织的活跃程度。社会组织作为社会生活的载体能够反应公民诉求，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因此，
它的活跃度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城市的活力和社会建设的治理水平。再者，社会公平正义是
城市治理状况的标志，也是基本目标和核心价值。故选择“城镇非私营单位人员女性工作人员
占比”来反映社会性别平等程度；“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来反映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分配的差
异程度。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得到了高度重视，体现在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方面。其
中，环境治理选取了“空气达标率”指标，直观地反应城市政府的环境治理能力；同时选取“水
利、环境等投入占固定资产投资比”反映政府对环境治理的重视程度。在生态建设方面，选取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和“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来衡量城市政府是否关注生态修复和重建；“工
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则体现城市政府循环利用资源与能源的效果。
三、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一）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的样本为 15 个副省级城市，分别是：广州、武汉、哈尔滨、沈阳、成都、南京、西安、
长春、济南、杭州、大连、青岛、深圳、厦门、宁波。由于当时只能搜集到相关的最新数据为 2017
年的综合指标，因此选用 15 个副省级城市 2016 年的发展成果数据进行比较。三级指标的数
据来源于各市 2017 年统计年鉴或各市统计局，仍未出版 2017 年统计年鉴的副省级城市则采
用该市所在省份 2017 年的统计年鉴中关于该市的数据统计，如沈阳市仍未有 2017 年统计年
鉴，因此采用《2017 辽宁统计年鉴》中沈阳市的相关数据。公共安全指标中的部分数据来源于
所在市公安局；政务透明指标数据来源于所在市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社会参与指标数据来
源于所在市民政局；其余数据大部分来自于各市统计局和各市调查队出版的数据。具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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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附录 1- 附录 5。
（二）数据处理
本文采用变异系数法对城市治理水平做出综合评价。变异系数法（Coefficient of Variance）
能够反映单位均值上的离散程度，常用在总体均值不等的离散程度的比较上，可以消除单位或
平均数不同对多个样本变异程度比较的影响。在评估指标体系中，变异系数法能够直接利用
各项指标所包含的信息，通过计算得到指标的权重，是一种客观赋权的方法。数据处理步骤如
下：
1. 指标无量纲化
也叫做数据的标准化，是通过数学变换来消除原始数据量纲影响的方法。由于本文所运
用的各指标的量化单位是不同的，因此需要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将第 i 个指标的实际数
据值记为 Xi，改组数据的最大值记为 Xmax，最小值记为 Xmin，无量纲化后的值记为 Zi。计算公式
为：
Zi=       （1）
利用公式（1）对各指标数据进行处理，使得标准化后的数据全部落在 [0,1] 之间，为之后对
各指标进行操作化和比较提供了便利。
2. 变异系数计算及赋权
将第 i 个指标的标准差记为 σi，第 i 项指标的平均数记为 xi，变异系数记为 Vi，各指标的
权重记为 Wi。
那么，变异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Vi=                                （2）
各项指标的权重计算公式为：
 Wi=                          （3）
在该部分，首先利用公式（2）计算出各指标的变异系数，得出 26 个三级指标的变异系数结
果，并将其加总；再根据公式（3）计算出各指标的权重，每个二级指标下的三级指标权重结果的
总和便是该二级指标的权重。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社会治理水平评估体系指标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经济建设治理水平
0.2097
经济发展
人均 GDP 增长率（%） 0.0577 
地方财政收入（亿元） 0.0629 
经济效益
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 0.0123 
万元 GDP 能耗降低率（%） 0.0547 
人民生活
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0.0216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0.0005 
政府治理
5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政治建设治理水平
0.1430
公共安全
公共安全投入占财政支出比（%） 0.0192 
刑事案件结案率（%） 0.0366 
治安案件结案数（件） 0.0641 
政务透明 主动公开政府信息占比（%） 0.0230 
文化建设治理水平
0.3747
公共文化
公共文化投入占地方财政支出比（%） 0.0814 
公共图书馆藏书量（万册） 0.0749 
科技教育
每万人拥有在校大学生（人） 0.0377 
科技固定资产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比重（%） 0.0792 
每万人口专利申请数量（件 / 万人） 0.0830 
教育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比（%） 0.0185 
社会建设治理水平
0.1493
社会保障
城镇登记失业率（%） 0.0221 
社会保障投入占财政支出比 0.0411 
社会参与 登记社会组织数量（个） 0.0600 
社会公平
城镇非私营单位人员女性工作人员占比（%） 0.0098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 0.0163 
生态文明建设治理水平
0.1232
环境治理
环境空气质量达标率（%） 0.0181 
水利、环境等投入占固定资产投资比（%） 0.0465 
生态建设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0.0079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平方米） 0.0264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0.0243 
资料来源：笔者进行数据收集并计算
3．城市治理水平综合得分
对 15 个副省级城市的每一项指标及其综合社会治理水平进行计算。将各三级指标无量
纲化后的数值与其权重相乘之后得出的结果便是该一级指标的得分，各一级指标的得分记 Ri，
各副省级城市治理水平综合得分记为 Qi。
那么，各一级指标的计算公式为：
                 （4）
各个副省级城市的治理水平综合得分计算公式为：
                        （5）
利用上述（4）、（5）的公式对各个副省级城市治理水平得分进行计算，同时得到各一级指标
的得分和综合得分，详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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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于聚类分析的城市治理
水平提升
本文突出评估结果的应用性和
政策意义，因此确立研究主题为“比
较与发展”：“比较”指查找样本城
市治理水平与其他副省级城市治理
水平的差异，“发展” 是指通过差异
化研究寻求提高样本城市治理水平
的方法与方向。
（一）聚类分析
经过上述无量纲化处理、变异
系数计算、权重计算、五个一级指标
得分计算、综合指标得分计算等一
系列步骤的数据处理，最后得出各
个副省级城市 2016 年治理水平的
得分情况。为了对城市治理模式、
水平相当的城市进行分类比较，借
助 SPSS 软件进行聚类分析；采用层
次聚类中的 Q 型聚类，结果如图 1
所示。
根据聚类分析的结果，将 15 个
副省级城市划分为四类进行比较，
划分的结果如表 4 所示。
基于聚类分析的模型结果，将
15 个副省级城市划分为四类，分别
为治理水平高的第一类城市：深圳、
广州，这两个城市治理水平旗鼓相
当，在五个维度中的某一维度表现
较为出色，比如，深圳在生态文明建
设方面表现优异，广州则在社会建
设方面表现优异，均位于单项治理
水平的榜首。治理水平较高的第二
类城市：武汉、南京、西安、济南、杭
州，该类城市各个维度治理水平较
为均衡，但没有重点建设和突出表
现。治理水平一般的第三类城市：
哈尔滨、成都、青岛、宁波，该类别城
市总体发展水平一般，各维度指标
均在一定程度上落后于第一梯队和
第二梯队的城市。治理水平较差的
第四类城市：沈阳、长春、大连、厦门，
该类城市总体发展水平并不理想，
表 3 2016 年副省级城市社会治理水平得分情况
经济建设
治理水平
政治建
设治理
水平
文化建
设治理
水平
社会建
设治理
水平
生态文明
建设治理
水平
总分
广州 0.1301 0.0907 0.1781 0.0896 0.0786 0.5671 
武汉 0.0779 0.0697 0.0691 0.0916 0.0464 0.3546 
哈尔滨 0.0632 0.0662 0.1304 0.0505 0.0437 0.3539 
沈阳 0.0227 0.0091 0.0720 0.0773 0.0564 0.2375 
成都 0.0744 0.0599 0.0826 0.0337 0.0488 0.2995 
南京 0.0891 0.0578 0.1725 0.0591 0.0584 0.4370 
西安 0.0603 0.0753 0.0935 0.0960 0.0439 0.3690 
长春 0.0685 0.0472 0.0299 0.0859 0.0846 0.3161 
济南 0.1158 0.0898 0.0677 0.0689 0.0807 0.4228 
杭州 0.1050 0.0571 0.1234 0.0460 0.0715 0.4030 
大连 0.0441 0.0607 0.0442 0.0797 0.0605 0.2892 
青岛 0.0784 0.0366 0.0952 0.0525 0.0716 0.3343 
深圳 0.1271 0.0889 0.2539 0.0359 0.0917 0.5975 
厦门 0.0739 0.0216 0.0567 0.0399 0.0577 0.2497 
宁波 0.0902 0.0506 0.0779 0.0464 0.0572 0.3224 
资料来源：笔者进行数据收集并计算
图 1 聚类分析结果
表 4 2016 副省级城市社会治理水平类别划分
类别 省域 特征
第一类 广州、深圳 治理水平高
第二类 武汉、南京、西安、济南、杭州 治理水平较高
第三类 哈尔滨、成都、青岛、宁波 治理水平一般
第四类 沈阳、长春、大连、厦门 治理水平略差
资料来源：运用数据由 SPSS 软件聚类分析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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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指标落后于均值，在各维度的发展上仍需“再添火候”，更应该从重点建设抓起，逐步改
善城市治理水平的各个层面。
（二）个案解剖
本文聚类分析的目的是寻找比较样本，以期探讨该市与其他副省级城市的差距和发展方
向。厦门是闻名的宜居城市，却在本轮评估中得分较低，出人意料，因此适合作为比较样本城
市。通过对比厦门市与其他 14 个副省级城市之间发展水平的差异，寻求提升厦门市治理水平
的突破口，以发挥“以评促建”的功效。根据城市治理水平一级指标的结果制作雷达图，如图 2 
所示。
图 2 城市治理水平分类指标雷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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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建设治理水平方面，总体呈现较快发展的态势。其中，广州、深圳、济南、杭州这四
个城市有着较突出的成绩；厦门的成就在 15 个副省级城市中属于中等行列。因此，为了提升
厦门经济建设水平，应当更加注重经济发展方式的结构转型，牢牢抓住第三产业尤其是旅游业
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凭借得天独厚的气候、环境优势打造旅游品牌，以扩大影响力，实现经
济增长再增速。
在政治建设治理水平方面，总体发展不平衡且差异较大，呈现两极分化的局面。厦门位于
15 个副省级城市的最后梯队，与位于第一梯队的广州、深圳甚至济南仍有较大差距。为此，厦
门市在公共安全建设方面应投入更多资源，加强公共安全体系建设。同时，关注人民群众生命
安全，在社会治安、社会稳定等方面加大力度。再者，在自身党政建设上“下功夫”，做到“干部
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以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
在文化建设治理水平方面，总体呈现“金字塔”型的发展模式，即治理水平较高的城市数
量很少，大多数城市相对落后，治理水平中等的城市数量也不多。针对文化建设治理水平总体
薄弱的局面，首先应当明确文化对于城市形象塑造、改善人民精神生活的重要性，逐步认识到
文化作为“软实力”是城市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而纠正“重经济、轻文化”的局面。
对于厦门市而言，首先当然是继续重视科技、教育的投入，让科技带动生产力，充分发挥教育对
文化建设的重要影响力。其次，从深圳市文化建设的经验来看，依托区位、产业优势，在文化建
设方面可谓“下足功夫”。2016 年 11 月，该市就发布了《深圳市文化发展“十三五”规划的通知》，
对建设“文化强市”提出了明确的目标；通知中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文化创意产业建设、
文化体制改革等都做了详细的规划和定位。由此可见，文化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个地
区长期的重视和不断的投入，从某种程度上说可能比经济建设面临着更多难题和更大挑战。
因此，于厦门市而言，在学习文化建设先进城市的基础上，应实现“分步走”策略，第一步先明
确城市文化定位，结合经济发展的趋势和城市自身的有利因素对城市文化群有清晰的认知和
明确的发展定位。第二步是逐步建立起和厦门市发展相匹配的文化群，包括文化基础设施建
设、创意文化产业发展、创新文化传播渠道等一系列配套文化基础建设；逐步打造具有鲜明城
市文化特色的文化基础设施，完成对支柱性文化产业的初步探索实践。第三步便是在前两步
的基础上不断改革文化机制体制，深化支柱性文化建设的城市品牌形象，比如，深圳市长期以
来致力于打造“图书馆之城”。深入人心的城市品牌形象建设有助于形成多元文化格局。总而
言之，要让文化软实力成为厦门市重要的竞争力并发挥其对城市形象塑造和城市发展的作用。
在社会建设治理水平方面，总体呈现“放射状”，即大约一半的副省级城市正逐步重视社会
建设治理；另一半副省级城市也投入了相当比例的精力提升社会建设治理水平，总体存在差异
但差距不大。厦门市在社会建设治理方面属于第二梯队，今后还需结合实际发展情况把握好
社会建设治理的力度，保持社会稳定和谐。
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总体上为响应国家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号召，各城市也普遍重
视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在该领域，厦门市应当在原有基础上，加大考核力度，拓展治理范围，
结合城市发展规划和区域条件先行先试、大胆探索，打造“美丽厦门”。比如“垃圾分类处理”
的试行，努力打造生态文明城市。
综上，将厦门市治理水平和其余 14 个副省级城市平均治理水平进行比较后（具体见图 3），
显而易见的是，2016 年厦门市仍与副省级城市平均治理水平有较大差距；每个单项治理水平均
低于副省级城市的平均治理水平，尤其是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方面仍有较大差距。
（三）提升城市治理水平的发展路径
基于以上对厦门市治理水平的结果分析和发展方向的初步认知，即：经济、政治建设层面
总体落后；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层面位于中等；文化建设层面需寻找突破口，打造“新增长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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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确定提升厦门市治理水平的总体战略：以政府主导、协同推进为合力；以规划先行、因地
制宜为突破口；以产业支撑、开放合作为动力，以期为该市治理水平的跃升带来新的增长点和
突破口。在此战略基础上，提出厦门市治理水平提升的“三阶段”发展路径。
1. 第一阶段：重点加强
在把握城市发展全局的基础上，首先可向济南、西安等城市的发展路径看齐。这两座城市
首先选择了重点加强某一特定领域的建设，抓住主要矛盾，以某一特定领域的提升展开对先进
城市的追逐。譬如根据城市发展自身状况，济南市首先选择了重点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治理
水平，西安市则选择了社会建设方面。基于此，厦门在重点加强某一领域的建设方面，可首先
选择重点加强政治建设治理水平，旨在以“补短板”为基础来提升治理水平。因为厦门市在政
治建设方面与其他副省级城市显现出巨大的差异，而城市政府出色的政治建设治理水平不仅
是政府对自身建设的高标准、高要求的体现，也能够增强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度和满意度；再者，
政治建设治理水平的提升效果不如经济建设治理水平的提升效果那样显而易见，需要一个长
期的过程和细心耕耘。因此，在继续保持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治理水平的基础上，投入更
多的精力重点加强政治建设领域的治理水平，比如，着力打造“智慧政府”，引进先进的科学技
术，探索与传统政府治理模式的融合创新。
2. 第二阶段：总体均衡
在有了“补齐短板”的治理经验后，接着可借鉴南京的发展路径和发展经验。由以上分析
可知，15 个副省级城市中比较特别的一个城市是南京，其总体社会治理水平位于第三位，仅次
于深圳和广州，但每一维度的治理水平均未处于第一梯队。究其原因，在于经济建设、政治建
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五个领域治理的总体均衡状态。因此，厦门在提升城
市治理水平的第二阶段，应将重点转向对总体均衡的关注上。第一阶段“重点加强”是为了“补
短板”，第二阶段“总体均衡”是为了在“补齐短板”后，将城市治理建设的中等偏后领域向前推
进一步。厦门市在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均位于第二、三梯队，要
完成一次全面的跃升实属不易。为此，在此四个领域，可探索出一条发展的共通之路，形成合
力以促进发展的跃升。比如，加快构筑智慧型的城市经济、社会建设、生态文明体系，在经济上
响应经济改革新需求，在文化建设上加大对“文化 +”产品的扶持力度，在社会建设上推进多元
共治和智能化管理，在生态文明建设上进行全方位、动态化检测，强化生态文明的制度保障。
3. 第三阶段：加速冲刺
最后，在治理水平有了显
著的均衡发展后，可借鉴总体
治理水平出色的深圳与广州
的发展模式，继续平衡发展并
加速建设某一重点领域，完成
总体水平的加速和冲刺。广
州、深圳在 15 个副省级城市
治理水平的各个方面大体上
均占有一定的优势，各个领域
均位于第一梯队；除了依托区
位、政策的优势，近年来也不
断完善各个领域的治理水平，
向更加卓越的方向发展。因
此，厦门市在提升治理水平的
图 3 厦门市城市治理水平与均值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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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可继续对某一领域进行更大力度的重点建设。值得注意的是，第三阶段的发展必须
以前两个阶段的重点加强和总体均衡为基础，依托前两个阶段的发展经验和发展基础，才能完
成对某一领域的深入推进，实现城市治理水平的加速和冲刺。于厦门而言，可依托独特的区位
优势和累积的“旅游城市”的良好效应，以文化建设作为助推器来完成总体治理水平的加速冲
刺。在此，更需政府、社会组织等多主体的合作共治，抓住发展的新的突破口和创新点，完成体
制机制创新，实现厦门市治理水平的“螺旋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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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 1 2016 年副省级城市经济建设治理水平数据表
人均 GDP 增
长率（%）
地方财政收入
（亿元）
第三产业对经济
增长贡献率（%）
万元 GDP 能耗
降低率（%）
人均可支配收
入（元）
居民消费价
格指数
广州 10.40 2218.5 79.3 4.90 36195 102.7
武汉 6.20 1322.1 52.8 4.59 29445 102.4
哈尔滨 8.70 376.2 60.4 4.50 23815 101.8
沈阳 -5.60 620.9 51.5 6.34 26790 101.7
成都 6.20 1175.4 53.7 4.98 27254 102.2
南京 6.30 1142.6 58.4 6.79 35577 102.7
西安 6.50 641.1 61.3 3.83 25411 100.9
长春 7.90 415.5 52.1 7.91 21823 101.4
济南 6.50 641.2 59.9 18.60 29199 102.7
杭州 7.70 1402.4 60.9 6.90 40047 102.6
大连 3.40 611.9 51.4 3.20 26990 102.1
青岛 6.70 1100.0 54.7 5.15 30784 102.5
深圳 3.70 3136.4 60.1 4.21 48695 102.4
厦门 6.30 647.9 58.6 6.42 32570 101.7
宁波 8.10 1114.5 46.8 5.71 40066 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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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2016 年副省级城市政治建设治理水平数据表
公共安全投入占财政支
出比（%）
刑事案件结案率（%）治安案件结案数（件）
主动公开政府信息占比
（%）
广州 5.8 18.8 172443 13.9
武汉 5.8 31.7 89967 12.7
哈尔滨 4.6 31.1 47912 25.8
沈阳 3.6 11.7 30496 11.2
成都 6.8 22.6 68124 15.2
南京 6.9 21.4 54116 18.0
西安 5.5 31.3 106999 13.2
长春 4.7 34.9 32576 14.7
济南 5.9 43.6 66375 22.8
杭州 6.6 30.8 14586 22.1
大连 6.8 18.4 75672 16.7
青岛 6.1 10.8 42216 17.8
深圳 3.3 28.5 165241 16.2
厦门 5.0 11.7 33178 13.7
宁波 6.5 21.1 39214 18.8
附录 3 2016 年副省级城市文化建设治理水平数据表
公共文化投入
占地方财政支
出比（%）
公共图书
馆藏书量
（万册）
每万人拥有在
校大学生（人）
科技固定资产占
全社会固定资产
比重（%）
每万人口专利申
请数量（件 / 万
人）
教育支出占地
方财政支出比
（%）
广州 1.3 2737 1215 1.37 114.88 11.3
武汉 1.4 446 1417 1.21 23.05 15.2
哈尔滨 9.7 870 661 2.93 10.78 13.9
沈阳 1.6 1426 487 2.71 26.72 13.9
成都 4.6 1709 566 0.77 11.97 14.3
南京 2.6 1762 1249 2.13 98.37 17.3
西安 3.1 696 1080 0.98 52.20 12.7
长春 2.1 491 576 0.20 17.69 14.0
济南 1.6 455 873 1.90 25.60 20.9
杭州 2.0 485 523 5.30 80.03 18.0
大连 1.3 923 532 2.36 13.80 12.6
青岛 6.3 646 430 2.40 19.80 18.8
深圳 1.3 3604 772 9.50 122.00 9.8
厦门 1.8 587 648 2.80 20.00 14.4
宁波 0.9 757 703 4.40 30.90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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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2016 年副省级城市社会建设治理水平数据表
城镇登记
失业率（%）
社会保障投入占财
政支出比
登记社会组织数量
（个）
城镇非私营单位人员女性工
作人员占比（%）
城乡居民收入
差距比
广州 2.41 7.3 7025 39.8 2.597
武汉 2.94 15.5 5801 34.5 2.075
哈尔滨 3.76 18.2 1097 33.8 2.299
沈阳 3.12 22.7 2097 38.8 2.709
成都 3.30 11.0 1200 34.2 1.930
南京 1.88 10.3 2813 35.9 2.363
西安 3.33 11.2 7118 36.6 2.345
长春 3.57 14.5 5064 36.5 2.470
济南 2.17 13.6 2100 34.7 2.805
杭州 1.72 10.6 1040 48.3 1.870
大连 2.91 20.7 3231 39.7 2.425
青岛 3.17 11.3 1600 36.1 2.426
深圳 2.33 2.5 4150 41.2 1.325
厦门 3.36 6.5 2224 33.2 2.449
宁波 2.01 9.0 2456 40.2 1.805
附录 5 2016 年副省级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治理水平数据表
环境空气质
量达标率
（%）
水利、环境等投入占固
定资产投资比（%）
建成区绿化覆盖
率（%）
人均公园绿地面
积（平方米）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
利用率（%）
广州 84.7 18.8 41.8 16.8 95.15
武汉 64.9 11.4 39.7 10.4 97.45
哈尔滨 77.0 27.0 33.6 9.2 11.38
沈阳 68.2 4.1 41.0 22.2 77.84
成都 58.6 13.3 39.9 14.6 73.20
南京 72.3 12.0 44.8 14.5 84.99
西安 52.6 12.1 42.6 11.6 85.31
长春 79.5 25.9 33.9 17.8 98.70
济南 50.7 35.6 40.6 11.8 99.20
杭州 70.7 12.9 40.7 21.9 85.10
大连 81.9 13.6 45.0 11.1 95.29
青岛 81.7 13.8 38.6 18.6 95.60
深圳 97.0 22.6 45.0 16.5 100.00
厦门 98.9 10.8 40.9 11.5 84.44
宁波 85.2 11.9 40.0 11.9 94.86
 [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公共政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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